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

—
以地方志为中心 的考察

侯 欣 一
‘

内容提要
: 以清代地方志为基本史料

,

用实证的方法对清代 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进行考

察
,

可 以看到导致健讼产 生的根本原因一是人 口 的珍胀
,

二是 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的异端
。

健讼给地方时政造成压力
,

加速 了传统社会的解体
,

客现上有利于清末司法改革的推行
。

关健词
:
清代法律史 地方志 健讼与无讼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
,

民间百姓到底是畏讼
、

厌讼
,

还是健讼
,

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一
。

传统的观点是

以厌讼为主
,

但最近几年健讼之说又成了主流观点
。

〔1 〕事实上
,

宋以后 的文献中有关江南地 区民间

健讼之说并不少见
,

甚至还出现了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 “ ‘

健讼
’

是明清方志和官书吏训中常常用来

形容地方恶俗的惯用语
” 。

〔2 〕那么
,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本文以清代地方志为基本史料
,

佐之清代

地方官员的著述等其他史料
,

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清代民间的诉讼 问题做些分析
,

以期推动这一问题的

研究进一步深化
。

众所周知
,

地方志是中国古代史料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

它与那些重在记载中央层面官方活动的正

史不同
,

主要侧重于地方情况的介绍
。

因而在对各地 民情
、

风俗
、

历史的记载方面
,

无论是深度
、

广度
,

还是真实性
,

地方志都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作用
。

本文所选择的地方志从时间上讲是以清代道

光
、

同治
、

光绪年间的为主
,

也就是说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是清代的中晚期
。

之所 以没有完全采用同一

时间段 的地方志
,

主要原因是史料的查找方面较为困难
,

另外考虑到适当地延长考察的时间可能更有

利于说明问题
。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间段里各地的民情
、

风俗变动也不大
,

否则的话这种考察

就很难说得上是否科学了
。

考察的地点以江南
、

中南和华北地区为主
。

以往有关明清时期民间健讼

间题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江南地区
,

〔3 〕这种选择区域的潜在逻辑是把健讼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

或者说是把健讼间题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
。

本文虽仍以江南地区为主
,

但在考

.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张志伟同学做了大t 的工作
,

带助查阅了一些资料
.

特表示感谢
。

〔1 ) 相关研究请参见芳公权
:
《调争解纷

—
帝国时代中国社会的和解》

.

续《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萦公权卷》
.

河北教育出 版社

19 9 9 年版 ;【日〕滋贺秀三等
: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荆与民间契约》

,

法律出版杜 19 9 8 年版 ;徐忠明
:

《从明清小说看中国古人

的诉讼观念》
,

收录于该作者著
:
《法学与文学之间》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 200 0 年版 ;邓建助
:

《健讼 与残讼
: 两宋 以降民事

诉讼中的矛盾》
,

《中外法学)2 00 3 年第 6 期等
。

(2 ) 龚汝富
:
《中国古代健讼之风与息讼机制评析》

,

《光明 日报》2 0 0 2 年 7 月 23 日
。

(3 〕有关
“

江南
”

一词的含义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

相关研究请参着徐茂民
:

(江 南士绅与江 南社会》
,

商务印书馆 20 0 4 年 版
。

本文所使用的江南是一种泛指
,

即长江 以南
,

大致包括江苏
、

浙江
、

安徽
、

江西
、

湖南
、

湖北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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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 问题

察的区域上增加了中南和华北地区
,

以求在更广大的背景下思考健讼问题
。

一
、

健讼及无讼的地 区

为了这一课题的研究
,

笔者共查阅了涉及浙江
、

江苏
、

安徽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山东等七省的 150

多种地方志
。

除梭州
、

饶州
、

南康
、

临江
、

九江
、

南安
、

永州
、

襄阳
、

宁国
、

徽州
、

施南
、

宜昌
、

黄州
、

德安
、

瑞

州
、

池州
、

松江
、

绍兴
、

杭州为府志外
,

其余基本上是县志
。

按一府辖数县来计算
,

本文所涉及的州县有

2 00 多个
。

其中明确注明诉讼风俗中健讼的方志有 70 多个
,

寡讼的有 40 个
。

其余的地方志中对于

是否健讼没有记载
,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

我们无法猜测
。

详情请见下表
:

浙江

健讼的地 区
:
仙居

、

淳安
、

杭州
、

镇江
、

兰溪
、

海宁
、

海盐
、

诸暨
、

长兴
、

石门
、

临海
、

萧山
、

龙泉
。

寡讼的地 区
:
富阳

、

衡县
。

江苏

健讼的地区
:
技愉

、

太湖
、

高邮
、

海州
、

无锡
、

金坛
、

奉贤
、

东台
、

唯宁
、

宜兴
、

南雁
、

上海
、

川沙
、

吴江
、

荆溪
、

华亭
、

句容
。

寡讼的地区
:昊县

、

昆山
、

漂水
。

安徽

健讼的地区
:
南陵

、

繁昌
、

宁国
、

休宁
、

径县
、

徽州
、

姿源
、

欺县
、

绩溪
、

霍邱
、

宿松
、

宜城
、

健德
、

天长
、

石棣
、

移县
、

青阳
。

寡讼的地区
:
庐州

、

吁胎
、

族德
、

中都
、

凤阳
。

江西

健讼的地区
:
乐安

、

南安
、

长宁
、

龙南
、

九江
、

临江
、

南昌
、

南康
、

广信
、

技州
。

寡讼的地区
:
绕州

、

新城
、

玉山
、

桃源
。

湖南

健讼的地区
:
龙山

、

酸陵
、

娜县
、

城步
、

兴宁
、

新化
。

寡讼的地区
:
祁阳

、

晃州
、

永州
。

湖北

健讼的地区
:
郧阳

寡讼的地区
:罗田

、

安陆
、

南漳
、

襄阳
、

恩施
、

黄州
、

房县
、

枝江
、

公安
、

德安
。

华北 (河南
、

山东)

健讼的地区
:
项城

、

商丘
、

泰安
、

临县
。

寡讼的地区
:
威海

、

临沂
、

济宁
、

邱县
、

青城
、

昌邑
、

馆陶
、

云化
、

云石
、

永和
、

在平
。

〔4 〕

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
,

健讼的地区已远远多于厌讼和畏讼的地区
。

换言之
,

到清代中晚期健讼之

风已经在中国的很多地区
,

特别是我们所考察的江南地 区盛行开来
。

江南地区有诉讼风俗记载的 70

多个地方志中
,

记载健讼 的有 57 处
,

寡讼的有 14 处
,

也就是说健讼的地区已达到 3 / 4
。

〔4 ) 州县是清代政权中的最基层单位
。

清朝时上述七省共有县数大致在 40 0 一50 0 之间
,

20 0 多个为其总数的二分之一
,

再扣

除对当地诉讼风俗并无记毅的 4 0 余个
,

这种统计是否 具有代表性 以及 建立在此基础上 的研究是 否科学
.

就成了笔者首先

要加以说明的问翅
。

笔者以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

理由 : 一是有清一代县的设t 是一 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

不把研 究设定在

一个具体的年份本身就很难确定出其精确数目
;二是尽管清代统治者曾大力倡导地 方编志

,

并为此做了很多工 作
,

但有些

志书由于印数有限
,

现在巳经很难查找 ;三是笔者所翻阅的志书是根据所在学校图书馆馆截的情况来阅读的
,

并无主观方

面的取舍
。

此外这些县无论是从人 口数t 和构成
、

文化教育状况
、

经济发展程度 和经济类 型
、

区城
,

还是治安
,

以及 在国家

的地位等方面荃本上涵盖了当时的所有情 况
。

因而从统计学选样的角度讲是较有代表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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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讼与寡讼的风俗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
。

如同处中南的湖南与湖北
,

情况就大不一样
。

在湖北
,

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考察范围内
,

寡讼的地区就远远高于健讼的地区
。

根据上面的考察和统计
,

我们说
,

在清代中国的江南地区民间已经出现 了健讼的风俗应该没有太

大的问题
。

为了进一步说明有关清代民向的健讼问题
,

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一种材料来进行补正
,

即当时的

一些地方官员的文集
。

在这些文集中有些地方官员们对自己管辖区域的健讼问题有过较为详细的记

载
,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些还记录了自己一天要受理的案件数
。

如乾隆五十二年(1 7 87) 曾任湖

南省宁远县知县 的汪辉祖说他每天收受 2 0 0 余份词状
,

而康熙年间的湖南湘乡县每天收受词状不下

三四百份
。

按照日本法学家夫马进的分析
,

汪辉祖和湘乡县所说的
“

每天
”

指的是法律与司法惯例中

所规定或约定的告期中的每天
,

这样的告期清代一年中有 8 个月
,

每个月 中大致有六天
。

由此计算
,

宁远和湘乡等一年里累计收受词状应在 9 60 0一l500() 份之间
。

〔5]

当然
,

这些词状并非都是新的诉状
,

其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被告的诉状和催状等
。
〔6 〕即便如此

,

这样一个数字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

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算少 了
。

它与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

传统了解反差较大
。

在我们以往的知识里
,

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和谐与谦让
,

即使有了纠

纷也耻于诉讼
。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古代各地官员所管理的实际人 口数
,

如据《湖南通志》(光绪)记载
,

嘉庆二十一年(18 16 )宁远县户数为 2336 6 户
,

湘乡县则为 77 75 0 户
,

我们便不得不承认
,

明清时期民

间百姓之间的诉讼确实较多
,

成了地方官员们最为头痛的事情
。

下边我们再从诉讼的案由和涉案当事人的范围两个角度对明清时期民间的健讼问题做点考察
:

先就案由来说
。

如果诉讼的案由
,

也就是说需要官府裁断的问题是在当时的体制下通过其他渠

道无法或很难得以解决的问题
,

那么
,

这样的诉讼数量即使再多
,

也很难说是健讼
。

它只能说明一是

社会本身出了问题
,

各种矛盾开始激化
,

二是民众维权意识的高涨
。

以此标准来观察清代的地方志
,

我们又会发现在其所记载的健讼地区
,

很多诉讼都是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或一时之忿
。 “

一言不和
,

既相兴忿争不已
” ,

〔7 〕而且争必求胜
“

终讼不已
” 。

〔8 〕为争胜
“

破家无悔
”

的有之
,

大肆诬告的亦有

之
。

安徽休宁百姓
“

或因口角微嫌而架弥天之谎
,

或因睦毗小忿而捏无影之词
。

甚至报鼠窃为劫杀
,

指假命为真伪
,

止图班准于一时
,

竞以死罪诬人而弗顾
。

庭讯之下
,

供词互异
” ; 〔9 〕甚至到了以死相

胁
、

动辄自杀的地步
, “

轻生刁讼
,

常有怨非
,

莫释辄以命殉情非不得已动赴上诉
” ,

[l 0〕以至地方官员

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
。 “

(休宁)县俗负气轻生⋯⋯ (县令 )腾煌下车即为严禁
,

凡以服毒
、

自组
、

投河

来控告者
,

即时勒令埋葬
,

勿得株累
” 。

[l 1砒外
,

汪辉祖在其所著中亦对湖南宁远百姓的滥讼问题有过

描述
: “词讼之应审者

,

什无四五
。

其里邻 口角
,

骨肉叁商细故
,

不过一时竟气
,

冒昧启讼
。 ”
〔l幻

从涉案当事人角度来考察
,

我们可以得知
,

明清时期民间诉讼所涉及的当事人包括了官僚
、

乡绅
、

地主
、

农民
、

商人
、

佃仆
、

流氓无赖等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的阶层
,

其中甚至不乏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诉

讼
, “

长弱贵贱
,

渐相陵越
” ,

[1 3〕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已卷人了诉讼之中
。

上述各种材料完全可以证实清代江南地区民间健讼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了
。

【日]夫马进
:
《明清时期的讼师与诉讼 制度》

,

载前引(1〕
,

滋贺秀三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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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一
曰芬

清代江 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

二
、

健讼的原因

在大多数中国传统的文献中
,

作者往往从道德层面来解释健讼的成因
,

并得出人 心不古
、

世风 日

下
、

道德沦丧等结论
。

而在时下的一些作品中作者们又往往将健讼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的发展
。

其实
,

透过上面的考察
,

我们起码已注意到
:
健讼的出现与道德和经济的关系不大

。

尽管从总体上讲

健讼的地区是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

如江南地区就比华北地区较为好讼
,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

在

我们所统计的州县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一些经济不太发达
,

甚至还较为落后的地 区
,

依然好讼
,

如湖南

龙山
,

其县志载龙山
“

乡居穷僻
” ,

但民
“

强于竟讼
” 。

[l 4〕看来传统的解释角度和结论过于单调和简单

了
。

健讼的成因远比以往的结论复杂得多
。

那么
,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区民间健讼现象的出现呢 ?

在笔者翻阅的地方志中
,

只有一部分志书对健讼的原因做了介绍
,

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有限的介

绍中作者们除仍坚持从道德角度来解释之外
,

还试图另辟蹊径
,

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进行解释
,

这

种努力为我们今天正确地认识健讼的成因提供了可能
。

tl s〕

这些成因主要包括
:

1
.

特殊的民风

健讼源于特殊的民风
,

这种解释在我们翻阅的地方志中占了第一位
。

如河南项城百姓天性好斗
,

“

一言不和
,

即相兴忿争不已
” 。
〔16 〕从民风角度解释健讼产生的原因

,

以往也有学者持这种观点
,

但观

察和分析均过于笼统
。

反观地方志中的记载我们则可 以发现
,

其实导致健讼的民风也极为复杂
,

大致

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
:

天性好斗
、

鲁莽
、

不计后果型的
。

如安徽石棣百姓
“

斗狠争雄
,

书讼经年
,

破家不悔
” ; tl 7〕

喜言擅辩型的
。

如江苏高邮
“

莱黯之 民好以讼争雄
,

尤喜言
” ,

[l 8〕甚 至还有江西南康这种
“

以健

讼汗为愉快
”

的民风 ; [l 9〕

以挑拨是非
、

唆使他人诉讼为能事型的
。

如浙江仙居
“

民不知予心
,

乃相煽炽嚣讼 成狱
,

自以为

能
” ; 〔20 〕

好利型的
。

如安徽南陵
“

本县风俗大都俭朴
。

其弊也
,

嗜利忘义
,

顾小失大
,

至若好气尚讼正是一

朝之忿
” ; [2 1〕

认死理型的
。

如安徽休宁
“

民性朴则近愚
,

好义则近争
,

故讼起于钞忽而至于不可遏
,

究其极又非

奸究武断⋯ ⋯株连累岁至倾家不恤
” 。

〔22J 极端的宁可自杀也要所谓的说法
, “

休宁风俗
,

尚气轻生
,

小

(14 ) 同治(龙山县志
·

风俗》

(15 ) 实事求是地讲
,

说明清时期民间百姓较为健讼
,

这种提法本身也是出于一种假设
,

即事先预定明清以前中国民间百 姓是不

好讼的
。

其实
,

有关明清以前中国民间百姓是否好讼
,

相关的研究并不充分
。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
,

唐以前有关此方

面的文献记载极为有限
,

相关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基本上是以传统孺家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所谓正史和文集
。

众所周知
,

由

于传统福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信念是追求无讼
.

因而
,

以此类材料不加分析地用来作为立论的基本素材
.

结论是 否 可靠要

细加思t
。

但由于笔者对此问题未做过深人的研究
,

因而仍然以前人的结论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
。

(16 ) 宜统(项城县志
·

风俗》

〔17 ) 康熙《石谏县志
·

风俗》

(18〕 道光(高邮州志
·

风俗)

【1 9) 同治(南康府志
·

风俗》

〔20 〕 光绪《仙居县志
·

风俗》

【2幻 康燕《南使县志
·

风俗》

【22〕康照(休宁县志
·

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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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小忿
,

俄倾之间
,

动辄自杀
。

原其不惜一己之命
,

不过欲破其所相怨毒之家
。 ”
〔23j

古人常说十里不同俗
,

百里不同风
。

有关民风与健讼的关系
,

笔者还可以举出另外两条非常有趣

的材料加以佐证
:

其一史载湖北巴东县
“

邑前后八里
,

前四里民较淳朴
,

无江汉间靡风
,

畏官长
,

急公议
,

少争讼 ;后

四里信鬼商巫
,

小忿易讼
” 。
〔24 〕一县之内

,

政治
、

经济
、

法律完全相同
,

但对待诉讼的态度反差竟然如

此之大
,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民风使然了
。

其二有学者研究表明
,

中国民间的健讼起源于晚唐和宋代
,

最初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江西
,

然后随

着江西人 口的大规模流动而向湖广
、

四川
、

河南等地扩散开来
。

〔25 〕如果这个结论靠得住的话
,

那么
,

我们不得不说具有这种民风的人走到那里都会好讼
。

当然
,

好斗
、

搜辩
、

好利
、

认死理并不一定就得健讼
,

但一个地 区一旦形成了这种民风
,

只要形势
、

条件许可
,

健讼就可能发生
。

至于这种民风形成的原因
,

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

2
.

人 口增长的压力

清代是中国人 口急剧增长的时期
。

乾隆三十一年 (17 66 )中国的人 口突破了 2 亿
,

乾隆五十五年

(17 90 )又达到了 3 亿
,

到道光二十年(18 40) 更惊人地达到了 4 亿之多
。

而这些新增加的人 口 又主要

分布于东南一带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

〔26 〕在不到一 百年内
,

人 口翻了一番
,

净增加了 2 亿
,

对一个生

产力水平较低的农业社会的影响是无论如何分析都不为过的
。

人 口的急剧增长直接导致了以下一些

显著后果
:
贫穷和生活质量的下降 ;资源的紧张所导致的争夺的加剧 ;失业所引发的流动人 口的大量

出现以及流氓无赖的职业化 ;血缘关系的淡化 ;生存空间的缩小和拥挤所导致的情绪烦躁与摩擦增多

等等
,

而这一切势必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纠纷和诉讼的增多
。

地方志中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

贫穷与健讼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地方志所揭示 的 一个主题
。 “

生计难
,

民俗俭
,

负气讼煤繁
” ; [2 7 〕

“

土瘩民贫尚质直
,

勤农亩少业贾者
,

生疾病求巫
,

小忿辄讼
” ; 〔28 〕

“

壤僻
,

民愿碟讼
” ; [2 9〕

“

土薄民淳
,

近亦多讼
”

等
。

〔30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作者在文献里一再强调
“

俗俭
” 、 “

直质
” 、 “

民淳
” ,

也就是说

一再告诫我们这种健讼与道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

是单纯贫穷所引发的
。

贫穷使百姓的生存条件极

为恶劣
,

甚至生存本身都成了问题
,

于是对 自己的收获
,

即便是一分一厘也格外珍惜
,

自己不轻易浪

费
,

更不允许他人侵夺
。

在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候
,

百姓可做的选择似乎只有两条
:一是上山为匪

,

依

靠暴力求生 ;一是不断地产生纠纷
,

然后不断地寻求官府的庇护
。

在正统观念极为严重的中国传统社

会
,

民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

是轻易不会选择前者的
,

特别是在一个民风较好
,

而又性情较为温和的

地 区
,

可行的其实只剩下最后的一条路
,

于是健讼就发生了
。

对人口膨胀所导致的资源枯竭
,

咸丰年间的著名学者汪士铎是这样描述的
: “人多之害

,

山顶已殖

黍樱
,

江中已有洲田
,

川中已辟老林
,

苗洞已开深曹
,

犹不足养
,

天地之力穷矣
。 ”

t3l 〕资源的枯竭势必

引发对资源和财富的争夺越发激烈和残酷
,

并最终导致诉讼的增多
。

对此
,

地方志中是这样记载的
:

“

淳安环万山
,

地僻而民众
,

讼烦而赋广
” ; 〔32 }. 俗尚淳朴

,

尊礼让
,

以耕织为业
,

不事商贩
,

急公税无抗

(2 3〕

(2 4 〕

(2 5 )

(2 6 )

(2 7 〕

(2 8〕

(2 9〕

〔3 0〕

(3 1〕

〔3 2〕

15 4

(浦)序目煌
:
《海阳记略》卷下《两江总制傅

、

安I 巡抚江详文》
,

转引自卞利
:
《明清 . 州社会研究》

,

安I 大学出版社 20 04

年版
,

第 2 4 7 页
。

《巴东县志
·

风俗》

请参见胡平
:
《国家的事—

2 0 01 一20 03 中国走读报告》
,

人 民日报出版社 2 0 04 年版
,

第 2 88 页
。

请参见何炳棣
:
《明初以降人 口及其相关问题》

,

三联书店 2 00 0 年版
。

光绪《委撅县志
·

风俗》

熹庆《海州直隶志
·

风俗》

民国《临海县志
·

风俗》

同治《邢阳县志
·

风俗》

汪士铎 :
《乙丙 日记》

,

转引自前引〔2 6〕
,

何炳棣书
,

第 3 21 页
。

光绪《淳安县志
·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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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积捕之习
。

近应四方亲杂处土僻
,

人满各自为俗好斗健讼
,

亦在所不免
”

;t 33 〕“士耽经术
,

重清议
,

小民职勤治生
,

多不治商贾
。

后户口 日增渐殷富
,

未免讼狱繁兴
。 ”

[34 〕

人 口的增多必然会导致财产流转的加快
,

并造成财产关系
、

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和复杂化
。 “

绩溪

山多地窄
,

寸土寸金或因税亩未清界址相连
,

脱牙雀角
,

在所不免
。 ”

[3 5〕这是方志中记载的因人 口增

加变动后所造成的经济关系的紊乱所引发的诉讼
。

人 口增多到社会无法消化的程度
,

自然就会出现流民
。

流 民的到来势必要进一 步加剧原住民的

生存难度
,

在流 民与原住民之间引发的摩擦与纠纷也会加剧
。

如
“

袁州 民不艺麻
,

率赁地与闽楚流人
,

架棚
、

聚族
、

立魁长
,

陵栋土著
,

曰麻棚
,

吏不 能禁
” 。

〔36 〕而
“

龙郡僻在西塞
,

石田多不垦
,

豪民各招新

户
,

名曰黑丁
,

与官丁别
,

不税不粮
,

官亦不得而治之
。 ”

[3 7〕流民的起因和内涵是十分复杂的
.

他们从

惯常生活中被排挤出去
,

成为社会的游离者
,

处于弱势方的流民要想生存又只能信奉特殊的生存哲

学
,

采取强硬的措施
,

其影响是巨大的
,

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

诉讼案件也会增多
。

此外
,

由于人口的激增
,

生计的短黝
,

四等
“

幸乱之民
”
〔38 〕的数量也逐渐增多

。

游手好闲的
“

游民

至若见利忘义
,

斗狠争雄
,

书讼经年
,

破家无悔
” ; [3 9 〕地方上的奸猾窃盗

、

地痞流氓
、

土豪劣绅等恶势

力
,

大者若豺狼
, “

一省有一省之豺狼
,

一郡有一郡之豺狼
,

一邑有一邑之豺狼
,

一乡有一乡之豺狼
。

大

约其人小有材术
,

心狡而行险
,

胆大而志肆
,

盘踞要津
,

结交管役
,

吸人脂血
,

析人骨肉
,

冒人田宅
,

攘人

子女
。

无告者腐心
,

行路者宛舌
,

徜非强干之吏
,

鲜有不为其把持
。 ”
〔40 〕据相关史料记载流氓无赖在

唐宋时期已经在城市中开始出现
,

到明清时期随着流氓无赖人数的增多
、

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已成为一

大社会公害
。

[4 1〕

流氓无赖对健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挑唆是非

、

从中渔利
。 “

不轨之徒或阴修怨
,

播

煽狂语构讼
,

株连数岁不绝
” 、

〔42 〕
“

误信地棍挑唆成讼
” ,

〔43 〕类似的语言在清代方志之中多次出现
。

二是为非乡里
、

欺行霸市
、

鱼肉百姓
、

设赌设娟
。 “

长兴地介湖山
,

盗贼公行⋯⋯往来客商常被劫掠
,

告

汗之风
,

浙省号为第一
。 ”
〔44 〕三是彼此争斗

。 “

游手好闲
,

各分党羽
,

民间争讼
。 ”
〔45 〕显然

,

大量流民

和流氓的介人不仅使健讼进一步加剧
,

同时也使案情更加复杂
。

至于有关陌生人的到来给原有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恐惧和慌乱
,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叫魂》一 书中

已有过非常出色的分析
。

总之
,

当人 口的增多已使人们的生活接近最低线时
,

社会本身就会变得特别

脆弱
。

3
.

专制体制的弊端

(3 3〕 同治《娜县志
·

风俗)

〔34 ) 同治《新化县志
·

风俗)

(3 5 ) 乾隆《绩澳县志
·

风俗)

〔36〕 (清)张应昌幼
:
《清诗铎》

.

载施润章
:

《麻栩谣序》
,

中华书局 19 6 0 年版
,

第 42 9 页
。

(3 7) (清)张应昌组
:
《清诗铎)

,

载朱株
:
《黑丁行序》

,

中华书局 19 60 年版
.

第 4 2 9 页
。

〔3 8) (明)张盆
:
《西园闻见录》卷 9 8《缉奸

·

前言》引吕坤曰
: “

世之幸乱之民四肠
,

皆取天下者之所资而弃天下之所惧也
。

一 日 无

娜之民
,

沮饱无由
,

身家俱 困 ;安贫守分
,

未必能生
;
世乱兵兴

.

或能荀活 ;因怀思乱之心
,

以级须臾之死
。

二 日 无行之 民
.

气

高性怀
,

玩法轻生 ; 或结党而占窝开场
,

或呼群而斗鸡走狗
;居常爱玉帛子女

.

为法所拘
;
有变则劫掠好淫

.

惟欲是逐
。
三 日

邪说之民
,

白莲结杜
,

果夜相期 ;教主传头名下
,

成千成万
.

越 乡隔省 ; 密中独往独来
,

情若室家
.

义 同生死
;俏有招呼之 首

,

此其归附之人
。

四曰不轨之 民
,

怀图帝图王之心
,

为乘机起衅之计
;
或观天变而编惑人心

,

或因民心而收结众志
.

惟幸目前

有变
,

不乐天下太平
。 ”

〔3 9 ) 康熙《石棣县治
·

风俗)

(4 0 ) (清)徐栋
:
《牧令书》卷 20( 取 . 》

,

引自王 士俊《除奸》
。

(41 〕 有关明清时期流氓无赖的形成原 因及其对杜会的影响请参见前引(2 3〕
,

卞利书中的相关章节
。

〔4幻 光绪《帐愉县志
·

风俗》

(4 3 ) 光绪(兴宁县志
·

风俗)

〔4 4 ) 同治《长兴县志
·

风俗)

(4 5) 光绪《上海县志
·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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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专制和集权
,

从中央到地方均是如此
。

这种体制的弊端对健

讼的影响表现在
:

从中央层面上讲
,

专制制度使集一切大权于一身
、

但又高高在上的皇帝对一切人都不信任
,

于是
,

为了维护权力和及时发现间题
,

皇帝便经常采取以下两种做法
: 一是不时地鼓动百姓对其顶头上司进

行揭发和举报
,

在这方面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最具代表性
。

清代大量民告官案件的 出

现不能说和这一点没有关系
,

对此方志中有明确地记载
, “

民虽守分而抗法者多
” 。

〔46 〕以往
,

学者们经

常引用朱元璋在位期间所发布的一些禁止诉讼的文告来说明朱本人对待诉讼的态度
,

其实
,

只要我们

仔细阅读这些文献便不难发现
,

朱元璋禁止的只是百姓之间的诉讼
,

对于那些 民告官的案件
,

他的基

本态度则是鼓励与纵容
。

二是混淆各级政府在管理权限上的合理分工
,

从制度上规定任何一件原本属于下级管辖的事情
,

上级均有权插手和更改
。

这一点表现在司法制度方面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层层
“

审转
”

制度
,

一件刑事

案件基层审理之后
,

要逐级申报和审查
,

以便从中发现问题
。

即使是那些所谓属于地方官员自理的民

事纠纷
,

只要上级官员认为有必要重审
,

也无任何制度上的限制
。

只有皇帝判决的案子从理论上讲才

是终审
。

这种制度每时每刻都在助长着健讼
、

特别是上诉之风
。

在漫长的转审过程中一旦某个案子

胜诉或者有了转机
,

无疑对其他的越讼和缠讼者就成了莫大的鼓励
,

使一大批原已失望者重新加人上

诉的队伍
。

这类健讼严格地讲
,

是百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纠纷
,

是一种民告官的案件
,

明清以来大量

民告官案件的存在不能说与这种制度没有关系
。

从地方层面讲
,

清代中国地方州县行政体制的最大特点和弊端是公权力的私有化
。

就人员构成

而言
,

地方行政长官权力越发集中
,

相反那些分工负责某些具体事务的佐贰官员们却逐渐从行政系统

中淡化出去
,

地方主管官员主要借助幕友
、

家丁
、

骨吏
、

差役等私人势力来履行公权
。

国家在州县之下

不再设治
,

依靠士绅等办理地方公共事务
,

出现了所谓的独任制
。

从地方财政体制方面讲
,

清代地方

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公私不分
,

也就是说州县行政长官的收人和支出就是州县的收入和支出
,

扣除了

需要上交国家的部分外
,

剩下的就都是自己的
。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

清代中国许多地区民间的纠纷及诉讼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增多
,

仅就民

事纠纷的种类看
,

此时期的诉讼包括了田宅
、

山林
、

坟地
、

水利
、

租佃
、

合伙
、

债务
、

婚姻
、

继承等几乎日

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方面
,

其中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中常见的纠纷
,

也有因商品经济所引发的一

些新型诉讼
。

此外
,

人 口增多
、

经济的发展
、

流氓及宗族的介人等都使案件的复杂程度远非昔日可比
,

史载明朝时期徽州地区就已经出现了
“

一 田四主
”

这种极为复杂的案件
,

〔47 〕一件案件牵涉当事人数

十口的也比比皆是
。

以上两点是人人都得承认的现实
。

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
,

一个是继续加强道德说教
,

强化和宜传调处的作用 与优点
,

把纠纷解

决在基层 ; 另一个是增加专业 的司法人员
,

并从基层到中央建立严格的科层化的司法体制与相应的制

度
,

快捷
、

公正
、

有效地解决各种纠纷
。

建立严格的科层制的司法体制
,

这对于专制政体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

其原因前面已经做过分析 ;

增加专业司法人员
,

这对于始终信奉道德至上
,

同时根本就没有正规法学教育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也

根本不可能
。

强化道德教育
、

强化基层的调处作用
,

明清时期就是这样做的
,

但效果并不佳
。

面对着诬告
、

宗族

的介人
,

特别是因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复杂案件和生存的压力
,

基层官吏和士绅们所做的一切已明显不

合时宜
:
他们一贯信奉的视诉讼为洪水猛兽的观念开始令人生厌 ;传统的道德说教

、

如做秀般的 自责

面对着生存的压力
,

不但变得如此苍白而无说服力
,

甚至还令人怀疑其动机 ;他们所习惯采用的压制
、

〔4 6] 同治(九江府志
·

风俗)

(4 7 〕参见(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8 8 年版
,

(休宁县李奇付转佃田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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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等手段和技巧越来越让人失去耐心 ;而对于外来移民来说
,

士绅的身份本身也不再令人生畏和肃

然起敬
,

有了纠纷之后
,

为什么不去直接找官府
,

反倒要费时费力地去听这些人在罗嗦
。

康熙年间曾

任徽州知县的昊宏就公开承认
: “

本县下车以来
,

屡行禁止
,

又于当庭劝谕
,

不音再三
。

奈本县言之谆

谆
,

而尔民听之漠漠
。 ”
〔48 〕由此可见

,

基层士绅们的能力
、

知识和公信度都已无法应付明清时期纠纷

的豁要了
。

不仅如此
,

硬要强化的后果反倒只能是拖延纠纷的解决
,

使诉讼越来越多
,

并进而激化矛

盾
。

换言之
,

士绅们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帮倒忙
。

4
.

管吏的存在

剩下 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增加相关的幕友和胃吏了
。

幕友和青吏不是专业司法人员
,

但在没有专

业司法人员合法培养渠道的社会里
,

也只能聊胜于无了
。

作为地方长官私人顾问的幕友
,

其在清代地

方诉讼中的作用和影响无人可及
,

但相关研究一直较多
,

我们不再赞述
,

只对青吏的问题做点分析
。

胃吏的性质大致属于民役
,

社会地位极低等同于贱民
,

政治上几乎没有上升的可能
,

加之州县长

官可以任意处分
,

因而州县长官既是出于保护 自己权力
,

也是维持治安的需要只得相应增加胃吏的数

量
,

于是青吏的数量便极为可观
。

史载光绪年间天津县属衙役
、

家丁
“

所用不下三千人
” ,

〔49 〕其中
,

仅

与刑事审判有关的就有刑房书吏
、

门丁
、

皂隶
、

快手
、

民壮
、

件作
、

禁卒等
,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

体
。

胃吏的人数是增加了
,

但问题是钱从哪里出? 尽管清代青吏的收人已低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程度
,

但问题是即便是这点钱也是从州县长官 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

清代州县长官需要花钱的地

方本身就是很多的
,

为了保权他们需要打点方方面面
。

当然
,

州县长官们也可以通过私自加大税收的

办法来增厚自己的腰包
,

解决这一问题
,

但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

另据史载清代地方长官本身敛财的能

力也在下降
。

其实
,

先不要说他们是否有钱
,

即便有钱
,

要他们自掏腰包也是不现实的
。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

其实青吏们的权力是极大的
,

他们不仅参与着诉讼的整个过程
,

还 由

于均来自于本地
,

同地方豪强
、

市井无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也就是说只要允许
,

他们就会找到敛

钱的办法
。

清朝时期那些经济上无法从国家拿到应得的报酬
,

社会地位极低
,

更无职业荣誉可言
,

因

而也无需对国家负责的骨吏们
,

其任职的唯一动机便是希望利用手中办事的权力去搜刮百姓
。

关于

这一点从中央的皇帝到州县的长官都心知肚明
。

为了防止管吏们对百姓的搜刮不至于变成一种公开的豪夺
,

清代只好将青吏的权力明码标价
,

对

青吏们行使权力的收费标准做出明确的规定
,

让他们直接去向百姓索取
。

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

以下是晚清四川 巴县书吏
、

差役们在诉讼活动中的收费标准
:

书吏出售状纸
,

正副状纸收钱 56 文
,

结状每张 12 文 ;

在规定期间传递呈词收取 2 4 0 文
,

非规定期间收取 5 60 文 ;

每案开单送审向原被告各收取纸笔及饭钱 8 00 文 ;

件作下乡验尸
,

往返 四十里以内收车马钱 4 00 文
、

饭钱 2 0 0 文
,

路远者每超过十里加钱 10 0 文 ;

每案派差役下乡传唤案内之人
,

原告给差钱 20 0 0 文
,

被告给差钱 3 2 0 0 文 ;

每案初审
,

原告被告共给送案钱 2 4 8 0 文
。

〔, 〕

类似的陋规在清代许多地区都有
。

这还仅仅是公开的收费标准
,

私下里的盘剥绝不止此数
。

正

如汪辉祖所言
: “

公役中岂有端人
,

此辈下乡
,

势如虎狼
,

余尝 目击而心伤之
。 ”

t51 〕也就是说对于青吏

们来说只有有诉讼
,

才会有收入
,

诉讼越多
,

收人也越多
。

于是
,

在利益 的驱使下
,

管吏们便千方百计

.‘乙已份气

【4 8 ) (清)吴宏
:
《纸上经纶》卷五《禁健讼》

。

(4 9〕 (光绪朝东华录)
,

第 5 0 0 4 页
。

(肠) 引自李荣忠汉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
,

《历史档案)l 9 8 9 年第 1 期
。

(5约 汪辉祖
:
《举拍. 说一差宜省》

,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 9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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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鼓动百姓进行诉讼
。

甚至出现了青吏与讼师
、

地方恶霸等相互勾结
,

捏造词讼
,

从中渔利的奇怪事

情
。

方志中对这种由青吏们一手所导致的诉讼也有记载
, “

公门上之人勉徒所欲又为多加焉是启嚣讼

也
” 。

〔52 〕康熙年间任休宁知县的廖腾煌则说得更为明白
: “

小 民因讼破家
,

而奸青讼棍反借生涯
。

尔

民膏血
,

几为吸尽
。 ”
〔53 〕一方面是地方官员们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苦劝 民众息讼

,

一方面是青吏们出于

经济上的考虑拼命地鼓动民众而告状
,

哪一个更起作用
,

结论一 目了然
。

清代的地方志表明许多诉讼

的发生都明显地与青吏的唆使有一定的关系
。

由此可见
,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到了明清时期不但无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诉讼增多的问题
,

反而

成了不断诱发诉讼的原因
,

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只能使原本极为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
。

当然
,

由此而导

致的健讼
,

其形成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

否则的话
,

你就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同样的制度条件与同样

的吏治状况
,

有的地区就出现了健讼
,

有的地 区却没有
。

5
,

健讼产生的具体条件

第一
,

民众的权利意识较强
。

清代中国健讼风最烈的江南
、

湖广地 区也正是当时中国教育与文化

最为发达的地区
: “士大夫好读书

,

⋯ ⋯好苦议结党聚讼持官府短长者亦有之
。 ”
〔54 〕教育与文化的发

达促使了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
。

当然
’

,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民众主要指的是士绅阶层
,

而非一般

的社会下层
。

仔细观察中国古代民间诉讼
,

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即使是一些表面看来纯粹是社会下层

之间的诉讼
,

其实背后也有士绅的参与
。

第二
,

与这些地方当官的人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
。

朝里有人好做事
,

在官场派系林立
、

人情盛行

的古代中国
,

如果上头无人帮忙要想推翻基层官吏的判决是极为困难的
。

因而
,

健讼的地区往往又都

是产生官吏较多的地区
。

正是因为上头有人
,

才使得他们有胆量同自己的顶头上司进行较量
。

第三
,

与宗族势力的介人也有一定的关系
。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

明清时期诉讼所需的费用是十

分惊人的
,

仅打发青吏们公开的陋规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

一般百姓如何打得起如此昂贵的官司呢 ?

换言之
,

面对着如此昂贵的诉讼
,

百姓为什么不去选择经济实惠的私了? 争强好胜或者是认死理
,

如

果仅从民风和性格方面加以解释
,

说服力显然不会太强
。

但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
,

健讼的地

方大都是一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
。 “

诸暨岩邑民颇好讼
,

争毫末至累岁不休
,

村居自为党豪宗

武断
。”

t5 5〕宗族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名分
,

在 自己的成员涉讼时
,

动辄动用族产支持诉讼
。

此外
,

一些

在外经商的族人也从经济上给予支持
,

史载明代徽州即是如此
。 “

商贾在外
,

遇 乡里之讼
,

不音身尝

之
,

醉金出死力
” ,

〔56 〕从而使诉讼有了充足的经济后盾
,

而那些被裹胁在其中的当事人早已身不由己

了
。

宗族势力
,

特别是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宗族势力的介人无疑又推动了健讼的发生
。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

笔者无意否定经济发展对健讼的影响
,

只是想说明导致健讼的产生
,

情

况可能极为复杂
,

不同的时间甚至不同的地点
,

原因都不尽相同
。

经济的发展可能只是导致清代民间

健讼盛行的大背景之一
。

三
、

健讼所导致的后果

健讼的盛行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适
,

这些后果仅从大的方面来看就包括
:

〔5幻 光绪《石门县志
·

风俗》
。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参见赵晓华
:

《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的相关章节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

社 2 0 01 年版 ;郑起东
:

《转型时期的华北农村杜会》
,

上海书店 2 0 0 4 年版
。

〔53 ) (清 )序肠煌
:
《海阳记略》卷下《告词条规示》

,

转引自韩秀挑
:
《明清徽州的 民间纠纷及其解决》

,

安徽大学 出版社 2() ()4 年

版
,

第 2 1 3 页
。

【5 4〕 光绪《南雁县志
·

风俗)

〔5 5〕 乾隆《诸 资县志
·

风俗》

(56 〕 (明)王 士性 :

(广志铎)卷二(两都)
,

转引 自前引〔23〕
,

卞利书
,

第 2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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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给地方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
,

地方财政基本上是公私不分
,

税收的征收手段
、

管理方式都较为落后
,

因而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直较大
,

经费拮据
,

人不敷出可以说是明清时期地方财政的普遍现象
。

健

讼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这种财政压力
。 ‘

洲县审理命案及一切杂案
,

自获犯拟罪后
,

徒流以上
,

皆须招解

府省
。

往返囚笼扛夫之费
,

长解差役饭食之费
,

省监 囚粮之费
,

贴监差役
,

雇送差役饭食之费
。

半年不

转
,

则一犯有数犯之费 ;再次审驳
,

则一案有数案之费
。

故州县每办一案
,

多则需四五百金
,

少亦一二

百金
。

若逆伦重案
,

亲身解省
,

则需七八百金
。

以州县廉棒计之
,

每年所人不敷办五六案之费矣
。

此

州县之所以命案则欲百姓私和
,

而盗案则欲百姓改窃
,

逆伦重案亦或敢置之不问也
。 ”
〔57 〕也就是说

,

这种财政压力是一个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承担和无力解决的
。

当然
,

我们这里还仅仅计算的是诉讼给

官府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

其实
,

诉讼给当事人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

因为诉讼而

导致的破产事例在清代一些健讼地区并不少见
,

正如民谚所说
“

堂上一点朱
,

民间千滴血
” 。

2
.

进一步加速 了传统社会的解体

中国古代长期以农业为基础
,

又采取的是男耕女织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营方式
,

自给自足程

度极高
。

他们与国家之间除必要的斌税和战争时的服兵役之外
,

并无更多的实质上的联系
。

换言之
,

个体农民无论是彼此之间还是与国家之间
,

在经济上
、

政治上 的联系都极为松散
。

在某种程度上
,

我

们甚至可肚八兑中国古代的国家是靠一种亲情
,

一种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连成一体的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中国古代与其说是经济的中国
,

政治的中国
,

不如说是文化的中国
。

然而
,

健讼之风的兴起
,

无疑会破

坏这种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
,

一场诉讼下来
,

彼此结仇
,

甚至结为世仇
,

这一点在一个 主要以熟人为主

的社会里
,

在一个流动还未充分展开的社会里
,

其副作用尤为明显
。

此外
,

健讼达到一定程度还造成

诬告的盛行
。

为了追求胜讼
,

人们不惜采取诬告等手段
,

清代徽州等地就是如此
, “

词讼到官
,

类是增

撰
,

被殴 曰杀
,

争财曰劫
,

人家谓行窃
,

侵界谓发尸
。

一人诉词
,

必牵其父兄子弟
,

甚 至无涉之家
,

偶有

宿憾
,

亦辄牵人
。 ”
〔58 〕如此发展下去

,

不仅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

也使中国古人之间赖以联系的文

化出现变异
。

3
.

客观上有利于清末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行

上述事实表明
,

健讼的盛行正在一点点地改变着传统的中国和中国的传统
,

从另一方面促使清朝

内部发生变化
。

这些变化有
:
促使一部分人对待诉讼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

众所周知
,

中国传

统主流文化
,

一直对诉讼抱有偏见
, “

无讼
”

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想
,

但这一现象到清代有了

一些变化
。

清代著名学者崔述就认为
: “

自有生 民以来
,

莫不有讼
。

讼也者
,

事势之所必趋
,

人情之所

断不能免者也
。

故《传》曰
:
饮食必有讼

” ,

并强调诉讼 的存在对一个社会来说未必就是坏事
。

〔5 9 〕健讼

的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吏的腐败行为有所约束
,

同时也使一些基层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对原有

制度的不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并着手在现行体制内对诉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良
。

如康熙年间休宁

知县廖腾煌就制订了专门的
“

告词条规示
” ,

从制度上对诉讼进行规范
。

该条规对词状的形式
、

内容
、

告诉 日期
、

受理理由
、

衙役职责以及后果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

如在形

式上规定
,

告词
“

务要开明道里远近
、

居住都图
,

兼写代书姓名
” ; “如有奸民不书姓名

,

以白纸连篇累犊

者
,

概不准理
。 ”

在 日期方面规定
: “

诉词务要写明某人于某日告
。

在城
,

限三 日内赴诉 ; 百里内
,

限五 日

诉 ;百里外
,

限十日诉
。

倘逾期不诉者
,

先责十板
,

然后审理
。

原被告到单
,

俱 以诉词到案日为始
。

限

亦如前
,

违期不到者并责
。 ”

再如对衙役职责规定
: “

批仰图正
、

册里
、

画手查覆事件
,

务宜照册照步据实

回砚
。

如敢恃权在手
,

轻重游移
,

偏袒受贿者
,

审实
,

枷号一月
,

责三十板
,

革役
。

如偏袒而未得赃者
,

〔5 , ) (清)陈坛
:
《请拨州县罚体银两为解案经费疏》

,

《皇朝经世文幼续幼》卷一百二十
,

《刑政
·

治狱 中》
。

(5 8 ) (清)赵古士
:
《寄园寄所寄》卷六《荧尘 寄》

,

转引自前引(2 3〕
,

卞利书
.

第 2 4 6 页
。

(5, ) (清)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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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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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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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究
,

免枷
。 ”
〔印〕

这种改良同清末的司法制度改革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

但与传统的大而化之的做法毕竟有了明显

的区别
。

它开始强调细节
、

重视制度
,

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百姓的诉权
,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变

化
,

客观上有利于那些以替他人代理词讼为职业的阶层的发展
。 “

讼棍
”

与健讼 自始至终就是一种伴

生的关系
。

健讼的存在使中国古代那些一直存在
,

但身份始终非法的
“

讼棍
”

们有了进一步参与诉讼

并发挥作用的空间
,

特别是当诉讼中的专业化成分有了明显提高之后
,

这一点就越发显得突出
。

清朝

政府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对
“

可恶的讼棍
”

们进行着打击
,

一方面则迫不得已对自己赖以为生的制度进

行改良
,

而越改良
, “

讼棍
”

们则越多
,

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
。

〔61 3

四
、

简短的结论

综合地方志等各种史料
,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清代江南等地 民间确实存在着健讼 的现象
。

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
,

笔者认为主要是人 口的快速膨胀和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不足
。

家族势力和地

痞流氓无赖的介人
,

百姓法制意识的提高等只是进一步加剧 了这一现象的发展而已
。

面对着因人口增加而必然出现的纠纷增多现象
,

面对着随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复杂化现象
,

民众对官府
、

或者说是对公权力的诉求也越发强烈
。

然而
,

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
,

以及行政兼理司法
、

公共权力私有化等体制对此却无能为力
。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无力解决这些矛

盾
,

势必让位于新的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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